
35文学评论责任编辑：饶 翔 电话：（010）65389196 电子信箱：wenxuebu@263.net 2010年11月12日 星期五

刘庆邦的乡村小说以众多的苦难叙事显示
了其独具魅力的艺术价值和美学品格。在这些
苦难叙写中，特殊的时代政治和社会历史背景
成为重要的泉源，它不仅显现为特定的叙事情
景，更构成了叙事要素，在叙事中这两者都是产
生苦难的主要缘由。但我们注意到，“家族微观
权力”因素也是形成刘庆邦苦难叙事不可忽视
的另一种渊源，在某些作品中还作为极其重要
的因素凸显出来。

刘庆邦的乡村小说中，家族这一微观权力
被不断书写，在真实地展现乡村文化景观时，成
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因素影响着作品的整体结构
和精神面貌。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者的作品中，这
一因素在苦难日子里呈现了浓郁的人情温暖，
尽管本族人里面也有这样那样的争斗，但关怀
帮助却是主旋律。《远方诗意》《拉网》《平原上的
歌谣》等文本中，由于本家的堂叔是生产队长，

“我”受到了很多特殊待遇，显示了宗族亲情的
温馨。但这仅仅在其自传体色彩明显的作品中
有些微表现，更多的却是家族微观权力作为“恶
之花”绽放在苦难的岁月里。这种表现可以简单
地把它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构成性因素，一种
是特殊支配性因素。一般构成性因素在文本里
或者用以渲染苦难氛围、增添苦难色彩，或者作
为一种现实生活的逻辑力量解释故事产生的缘
由，以一种次要元素推动情节转进和发展。这在

《黄金散尽》等文本中得以体现。
《黄金散尽》通过一个哑巴的人生苦难经

历，展现了一个外姓人和残疾人的悲剧命运。哑
巴的苦难是多重的，除了遭受语言的侮辱外，在
劳动中生产队的刘姓干部故意把最重的活儿派
给哑巴，以致于脊骨被压骨裂了。这不光因为他

是哑巴，还有一重是宗姓原因，在刘庄只有他一
家姓成，虽然已经在这里住了两辈了，但“村子
里仍没有他们家插足的地方”。不仅哑巴被欺
负，哑巴的亲人同样被欺负，在哑巴妹妹嫁给外
村人的途中，却被村里的刘姓人家抢了婚。哑巴
的苦难在他家人的整体苦难中表现出来，在政
治气氛浓厚的年代，他家的雇农成分并没有使
他成为刘庄人的阶级弟兄，微末的家族权力是
书写他苦难生活的巨笔，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
代，宗族关系却依然以隐匿的方式照常运行着。
这在《刷牙》中也有类似的反映。在刘岗村，村干
部都姓刘，只有梁红彦是外来户，所以上级布置
的给牲口刷牙的任务就落到了他头上，雇农成
分的他认为应该让地富分子去做，但政治身份
并不能成为他不遭受欺凌的原因，只要地富分
子姓刘，就是自己人，他就是外人，家族血缘关
系大于政治血统关系。当刘姓生产队干部们一
致决定让外来户梁红彦干这件荒唐和极具危险
性的事时，他们不约而同“都开心地笑了”，在这
笑的背后，正是维护同宗排斥外姓的共同家族
文化心理在他们意识深处的契合。以队长刘达
本为代表的家族微观权力机制，把压在他身上
的政治权力再生产和再演变成为家族权力，在
转移和释放权力能量的同时获得了畸形的快
感。《双炮》中，范大炮娶了媳妇林翠环，这对于
他这个外姓人在林家楼站稳脚“具有深远的战
略意义”，因为林姓占了十成中的八成，日常生
活中，“姓林的动不动就骂到姓范的家门口了”。
即使在结婚以后，大炮也常受到媳妇林翠环的
欺负，正是在她的逼迫下，大炮才做了不愿做的
事，导致家庭悲剧的发生。翠环所依仗的正是看
不见摸不着的微小的家族权力，在这里，这一因

素起着情节转进的推力作用。除此之外，渲染苦
难氛围、增添苦难色彩等作用还细节性地表现
在《五分钱》《平原上的歌谣》等文本中。

《只好搞树》的主人公杨公才是外来户，大
赵庄的赵家人经常欺负他们，出于对赵姓家族
权力的畏惧，他心中沉淀了深厚的委屈痛苦却
不敢公然报复，而是暗暗地把报复对象转移到
赵家的女性身上，最后在黑夜里他把赵长泰家
的几千棵桐树苗子全部锯倒。杨家作为外姓，长
期遭受欺辱，“在姓赵的大人小孩面前，他们家
的人只能装三孙子”。解放前父辈受赵姓地主欺
负，解放后他本人受姓赵的贫下中农欺负，改革
开放了儿子还受欺负，总之，大赵庄的人排挤他
家“好像形成了传统”。杨公才的人性扭曲而导
致的悲剧，正是在家族权力一代接一代的欺凌
压抑下发生的。搞女人和锯树苗是整个文本所
要讲述的故事，它的动力源是由苦闷屈辱而生
成的仇恨，而仇恨来自一个大家族对一个小家
族的世代排斥和压迫。家族力量在这里明显成
为一种特殊的支配性因素，制约着情节的发生
发展，在主题生成上较为明确地传达了作者揭
示乡村宗法家族权力的危害性，表达出对苦难
者的同情和对乡村传统文化痼疾的批判意识。

《遍地月光》是刘庆邦新近的一部长篇力
作。生活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主人公黄金
种，其权利被剥夺、尊严被践踏的人生苦难史不
是简单的血统论所能够铺设的，乡村文化中根
深蒂固的家族血缘论造成了他的人生悲剧；将
他一步一步逼上绝路的，也不仅是那个时代的
政治气候和无产阶级专政权力，更是那个特殊
的地域里特殊的家族势力。文本中这两种权力
对于情节的推进和悲剧的演绎都具有重要作

用，村里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姓杜，阶级斗争的开
展和政治权力的实现必需借助于家族权力，而
在那个特殊年代，家族权力也必须穿上政治的
外衣才可以合法运行，杜姓拥有和实施着政权
和族权的双重权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两者是
合二为一的，家族权力在文本结构中居于特殊
的支配地位。

杜老庄的地主中，黄金种的父母被逼迫致
死，赵大婶的丈夫被斗争致死，只有杜姓的地主
完好无损，杜建勋也是地主，“但一笔写不出两
个杜”，所以就平安无大事。青年黄金种既是地
主儿子又属外姓，既有政治身份的卑微，更有家
族血缘的低贱。设若他叫杜金种，其命运就不会
是这个样子，压迫、伤害、凌辱以及恋爱权的剥
夺就可能无从发生，其惊悚人心的悲剧历程就
无法完成，而作者的主题传达也无法完满地实
现。在文本中，雇农出身的王长轩受到的欺辱也
不算少，他和儿子的挨打以及女儿婚嫁等都很
确实地证明了家族权力对外族的排斥和伤害。
在偏远的杜老庄，微小的家族权力被放大后生
产出的巨大能量，深及灵魂贯彻终生，成为苦难
的渊薮。“文革”结束以后的 80 年代，流落外地
的黄金种凭着辛苦劳动成了万元户，摘掉地主
帽子也成为平等公民，其政治身份和经济能力
得到保障后，他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老家，但他
一回到杜老庄，就受到了杜姓人的讹骗，连祖坟
也被平掉了。扒坟的杜建忠的话很能说明问题：
杜老庄姓杜。不管你怎样，杜老庄的天都在你头
上罩着！显然，杜老庄的“天”就是杜姓的家族势
力，只要你进入这个地域，就走进了这个家族权
力场，其魔力就会发作，新的苦难就会纠缠上
你。平掉祖坟具有一定的隐喻作用，它传达了杜
老庄人要从这个地域内彻底排拒和清除外姓人
的深刻的文化心理，这一叙事放在结尾，是作为
支配性因素在整体结构发展中的逻辑必然，它
再次明白地揭示了家族权力对人的挤压是超越
政治身份和经济能力的，作为一种生长在某一
特定地域内的个体所终身无法逃避的苦难渊
源，极大地强化了文本的悲剧意蕴，加深了读者
对痛苦意识的感受。

新观察新观察
■关 注

方方《刀锋上的蚂蚁》
《中国作家》2010年第5期

《刀锋上的蚂蚁》讲述了一个德国人跟一个中国
人相遇相交的故事。因为这两个人的不同身份和迥
异的文化背景、人生经历、生活习性等，牵扯进了许
多冲突与反思，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情趣和喜剧效
果。这是方方小说题材的一个新领域，也很符合方
方“写好看的小说”的标准。

费舍尔是德国慕尼黑一名退休的法官，小时候
跟着父母在中国生活过。因为父母留下的一幅让他
印象深刻的中国画，他回到了自己出生于斯并一直
生活到3岁的庐山，并找到了画上的长冲河，邂逅了
在河边写生的画家鲁昌南。故事就此徐徐拉开序幕。
费舍尔在看了鲁昌南的画、听说了他的苦难遭遇后，
决定请他去德国，帮助他成为一个著名画家。事情在
费舍尔的不懈努力下一步步走向成功：鲁昌南去了
德国；他开始游历，对整个欧洲艺术史有了直观而深
刻的了解；他的画参加画展了；他被纽约一家画廊签
约了。小说行云流水，好读也好看，人物对话充满了
幽默、风趣，让人忍俊不禁。鲁昌南的成功在双方的
努力下来得顺风顺水，合情合理。

然而，方方并不让读者就此获得一种轻松和愉
悦，在好看的背后，还有她的尖锐。小说的结尾是鲁昌南功成名就后，
对曾给予他帮助与支持的亲人、朋友疏离和漠视，对病危中的糟糠之
妻离弃。在费舍尔怅然感慨的同时，方方也将一个沉重的主题抛给了
苦苦思索的读者。

在这部小说中，方方用了一个生动的意象：“刀锋上的蚂蚁”，这
一意象可谓寓意深刻、令人叫绝。谁是蚂蚁，刀锋在哪儿？为什么要让
蚂蚁遭遇刀锋？刀锋与蚂蚁的力量对比何其悬殊，按照文中的意思，
刀锋上的蚂蚁，每爬一步，都要受伤；刀锋下的蚂蚁，每爬一步，都要
提防。这里的刀锋上与刀锋下，应该既可以指人生的落与起、失意与
得意，又可以指一切卑微与尊贵、渺小与强大的对立。但“刀锋”是无
处不在的，如影随形，它可以是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劣，也可以是人对
自身处境的莫名的紧张和恐惧。这也许是方方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
种深刻洞见和预言吧。

对于鲁昌南而言，刀锋既是他的生存状态，更是他挥抹不去的精
神焦虑 ，并且这二者之间互为因果。年轻时的鲁昌南，经历了太多磨
难、痛苦、伤害，被现实折断了飞翔的翅膀，但求苟活于世。快50岁的
时候，费舍尔出现了，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刀锋”式的生存状态逐
渐改善，慕尼黑的温暖阳光，还有明娜柔若无骨的手，一点点驱散他
内心的阴霾。然而，他精神上的紧张却永远挥抹不去。在飞往德国的
飞机上，在让人灵魂出窍的德国教堂里，在坐地铁穿梭于慕尼黑或自
由行走在欧亚大陆之时，在与来者不善的德国电视台主持人之间的
激烈交锋以及在纽约自家的花园洋房里，鲁昌南的精神紧张从来没
有停止过。这种紧张，有鲁昌南年轻时非常遭际的阴影干扰，有揣测
费舍尔动机的这个解不开的死结，也有对他人即地狱的提防和恐惧，
作者非常深刻地揭示出鲁昌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不禁令人扼腕。

方方在另一篇小说《琴断口》里，揭示了人生有无数个断口，而任
何一个断口的出现都可能改变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命运。而在《刀锋上
的蚂蚁》里，方方又表达了人生无论怎么挣扎，都逃脱不了“刀口”处
境的命运。“命运”的话题一再出现，越来越残忍。原来，人生的偶然与
必然、向左走与向右走、失意与得意，都难逃命运之手。

鲁昌南的命运感是强烈的。从他父亲当上国民党兵的那天起，他
的宿命就开始了。正是这种宿命感，让年轻时的他坦然地接受了命运
的安排，跟牛一样没有悲伤没有尊严没有梦想地活着。正是这种宿命
感，让他浑浑噩噩活到中年，从来没有追问过自己为什么会过得如此
无奈和艰难。也正是这种宿命感，让他因了费舍尔的帮助改变了自身
境遇后，却改变不了内心的状态。都说人生的关键在于个人选择，但
选择之后，命运是否能够真正改变？

命运感强烈的还有费舍尔。退休后的他，曾经那么自信满满，希
望可以做成一件事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获取一种中国人所不理解的
快乐。因为这些，他才循着东方式的神秘来到庐山并邂逅鲁昌南。鲁
昌南的阴霾人生和佝偻背影打动了他，他开始不遗余力地帮助他。因
为这些，他才在鲁昌南成功的那一天怀着真诚的欢乐，兴高采烈地把
他送上飞机。因为这些，他才并不在意鲁昌南功成名就后对他和德国
的遗忘。他运用自己的能力改变了另一个人的命运，所以，即使被遗
忘又何妨？但是，费舍尔万万没有想到，被鲁昌南遗忘的还有他的妻
子和妹妹。这大大出乎费舍尔的初衷和意料。他的成功感一点点消
失，对命运的无能为力感一点点增强。他原以为他可以改变别人的命
运，其实他改变不了鲁昌南终其一生的精神紧张；他原以为改变一个
人的命运就是成功，却没想到会有人因为他而受到伤害……

方方的新作，让我们读出人生的遭遇，无论是“断口”还是“刀口”
都是难以改变的。人的存在，就是受制于宿命的存在。她揭示了人的
本性以及命运对人的捉弄，应该说，她已经做到了把这种文学的沉重
命题写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力透纸背。

■新作快评

刘庆邦的乡村小说
□石长平

世间的诗人千差万别，诗歌也
因诗人而各不相同。诗歌观念、诗
歌目的、诗歌境界、诗歌技法等等方
面，无一不是区别诗人与诗歌的关
键元素。这里面的问题非常复杂，
人们也总是为此争论不已。而我只
想说，诗歌不是观念化写作，诗歌目
的不应超出诗歌本身，诗的境界就
是诗人的人生境界，有效的技法应
隐于无形。诗歌写作重在体验，应
给人身临其境之感，并在其中寄寓
丰富的审美意味。因此，我认为是
否具有情韵是一首诗高低成败的关
键所在，也是读者能否与之亲近的
重要因素。

观念化的写作往往重在说理，
这不但让诗人脱离了具体的情景体验，显得枯燥、直
白，也容易造成诗歌意义的单一。真正的诗歌应像
自然之物一样，是活着的、敞开的，有形象、有情景，
充满丰富的意味，一言难尽。这需要诗人从心灵出
发深入体验，和盘托出。从观念出发，只能抵达观
念，从心灵的体验出发，可以抵达无限。当然，我不
是说诗歌不可以表达观念，而是说这观念应融于具
体的情景之中，就像盐溶于水，葡萄糖隐含了葡萄，
骨头藏于血肉。古人早就说过“名言所绝之理乃至
理”，并描绘出了理想诗歌的形态：“言语道断，思维
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
间，殆若鸢飞鱼跃之昭著也。”诗应给人思想启发，但
这思想应与情景浑然一体，让读者在审美状态中若
有所悟。诗歌不是专门制造名言的，它需要情韵。

诗歌的目的是否纯正，也会影响情韵的有无或
浓淡。诗歌的独立性一直是真诗人的向往和追求，
但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乏把诗歌当做工具的诗人（反
工具也是工具），他们把自己置于诗歌之下，看来是
在摆弄诗歌，实则是被诗歌摆弄，本质上是被那种在
他们看来高于诗歌的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摆
弄。如此，他们的写作，也就成了一种简单的阐释、
廉价的逢迎，心灵被架空、体验被埋没，反意识形态
者更有可能变得激愤、蛮横。而无论是哪一类，其实
已离诗歌本身很远了。惟有把诗当做诗来追求的
人，才有可能宁心静气，深入到事物和生命的内部，
细心体验，建立人与事物的内在联系，从而洞穿世象
又不离情景，在审美中与良知、道德、人性、理想、悲
悯等具有普遍性永恒性的因素相依连，既能保证诗
歌的情韵，又能保证诗歌生命的长久。

诗歌境界的高低同样影响着诗歌的情韵味。人
们常言“文如其人”，是有一定道理的。一般说来，诗
歌中呈现的境界与诗人的人生境界有对应关系，文
品与人品可以互证。境界低劣者，也许只是处在人
的初级阶段，其自然属性往往反映在诗中。要么专
攻人的性意识、性本能、性场景，要么像蚂蚁一样随
地势爬坡上坎、听天由命，紧跟社会习俗和现成经
验，表达毫无深度的心灵。他们的诗歌也许有情景，
但这样的情景只是一种未经升华的原始景象，显得
低俗、肮脏和粗糙，很不美，很表层，离情韵相去甚
远。古人说，“习诗如参禅”，虽未必全然合理，但诗
人修炼自己的人生境界却是必须的。写诗者只要具
备一定的写作能力，都能写出一般意义上的诗，但诗
自有高下优劣。诗的效果比较，实则是诗人间“内
功”的比较，高诗和优诗只能出自境界较高的诗人。
所以诗人间谁留存于世谁淘汰出局，主要看其境界
高低。在这里，情韵指高雅、优美、生动的情景，惟有
高境界的诗人方能出之。

诗歌技法也许是最能直接作用于情韵的。臧棣
说过：“写作就是技巧对我们的思想、意识、感性、直
觉和体验的辛勤咀嚼，从而在新的语言的肌体上使
之获得一种表达上的普遍性。”技巧于写作确实重
要，它能深化、细化诗人的内心，使表达效果更深入、
更新颖、更具普遍性。但技巧绝不是决定诗歌质地
最重要的因素。有些诗人视技巧为生命，全力以赴，
花样翻新，到头来黔驴技穷，不了了之。为技巧而技
巧，显然只是一种外在功夫，笨拙者也许只是给一首
诗穿上不得体的花衣，并不能装饰出楚楚动人的韵
致，反倒给诗歌留下硬伤，给读者制造阅读障碍。其
实，任何技巧都要出于自然方能将效果推向最大。
人们早已熟知“最高的技巧就是无技巧”的告诫，却
依然难改故弄玄虚的陋习。技巧诗于诗显然是心不
在焉，所以写作者当然会浮于事象表面沉不下去，也
就很难体验到并写出其间的韵味，给人的只是粗浅、
破碎的情景，形不成流畅、完整的情韵，会吓跑读
者。技巧臻于无迹可寻方为佳，它真正的、有效的作
用应在诗歌内部。

情韵有无可见出诗人在深度、纯度、高度和熟练
度等方面的差别和优劣。优秀的诗歌应是一种情景
的审美再现。可以说，情韵是诗的生命力，在外给人
自然、灵动、形象的直观感觉，在内给人含蓄、丰富、
深沉的内在冲击。内外相融相谐，浑然天成，整个地
刻进读者心中，此乃诗之上品。

阿毛诗集《变奏》被认为是阿毛新世纪十年变化和求新
的诗歌精品的集中展示，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中国新诗在
新世纪十年中艺术发展的一个侧影。这是日前诗集《变奏》
研讨会上大家的共识。

阿毛的诗歌在新世纪十年来有着不小的变化，她的创
作体现出不断“变奏”的诗歌旋律，诗风变得更朴实、更稳
健，内涵也更丰富和深峻。有评论家认为，《变奏》体现了阿
毛求变的精神：由青春的激情高蹈，转化为中年的沉静坚
实；由侧重向内心的掘进，转化为对外在世界的发现；由意
象的旋转而繁复的构成，转化为意象的单纯宁静；由追求表
达的奇崛新异，转化为风格的朴素与平实。诗人从意象繁
复、节奏密集到单纯沉静的变奏，从个人清浅的吟唱，转向
对生活内心的挖掘与描述，并走向对生活的直面与反思。阿
毛在诗歌《发展史》中，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你不能认为
路窄就不当它是路”，诗集《变奏》显示的正是阿毛不断走出
女性和自我的狭小圈子，走向更阔大的生活与审美空间的
过程。

在《变奏》中人们看到，阿毛的诗歌与生活的关系显得
极为紧密和融洽，她对生活作了精彩的本真显影和艺术升
华。评论家认为，阿毛的诗歌是生动鲜活的，体现出较为突
出的当下性。同时，阿毛在诗歌中袒露了真性情、真感受，她
的诗有着朴素的人本情怀，其作品流溢着情感深处的强烈
诉求与现代生活经验粗砺磨擦的疼痛。她的诗平和而有力，
从中可以看到她独到的思想以及对情感和社会生活的深刻
认知。《变奏》中敞现着诗人的中年感受和对生活的更深的
认识：一方面曲尽其妙地表达她对于爱和生活的丰富体验，
另一方面关注现实，记录下自己对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

的困惑与思考。她的诗歌创作既与流行的“世俗化”风气区
别了开来，也不同于某些“知识分子写作”的晦涩与不知所
云。她因此在当代诗坛上显示了自己的独特追求。阿毛总是
能用生活补给诗歌，用诗歌照亮生活，她的创作巧妙地实现
了诗与生活的对接。在阿毛的诗歌中，我们几乎见不到生僻
的语词，也见不到晦涩的意象，都是日常话语的排列与组
合，但这些日常话语经诗人艺术处理后，又常常能于日常中
蕴超常，于朴素中见深邃，透射出绵里藏针的艺术功效和震
颤心灵的审美魅惑。作为当代女性诗人的代表之一，阿毛始
终坚持着以诗歌建构一个富有独特精神气质的强大主体，
这个主体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生活的。

出生于江汉平原的诗人阿毛有着平原人的平和、朴实
的性格，她的诗歌也一如她平原人的气质性格一样，不是以
风狂雨暴的方式来震慑读者，而是在平凡之中幽幽散发美
的光彩，于静悄之中不断引发人们的感动。评论家认为阿毛
的诗有一种十分难能可贵的平凡之美，她的诗体现出一种
用平常心来审美的诗歌精神。阿毛把生活的种种，都变成了
诗行，万般情感都变成了她诗歌的源泉，虽然她近些年来的
诗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一直未变的是爱，对生活之爱，
对诗歌之爱，对万事万物之爱。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因而
始终令人感到亲切和温暖。她的诗歌内容简单、精确，给人
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有一种非常纯粹、简单、真挚的魅力，
有对人生、生命的独特感悟，这种感悟是刻骨铭心的。她的
诗歌因而既轻巧灵动，又富有跳跃张力，给人强烈的震撼力
量，让人常常在感动中失语，在一种虚幻中体味到生活的真
实内涵。阿毛的诗歌既是平凡的，又是不平凡的。美就在这
平凡与不平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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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毛和她的诗集《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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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战略已构成福建现阶段发展的
重要步骤，围绕着这一战略，福建制定了
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的运作机制；
它涉及到宏观的、微观的方面；可以说：这
一战略的提出与运作，不仅提升了福建的
经济实力，也提升了福建的文化实力。

当然，在这整个战略构成中，文化本
身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学期刊作为
文化的组成部分，必然参与了文化的共
建，这是文学期刊的职责范畴，但在文化
这一大空间，文学期刊仍有着属于自身的
特殊性，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经由刊物这
一平面载体，发表文学作品，经由文学作
品本身内聚与放射出的文化力量，以此达
到宣传文化、推动文化的目的。

我们知道，文学期刊已随着时代的发
展，处在不断的调整与变化之中，处在不
可逆转的“转型期”，即从一个仅仅靠印刷
为媒体的到一个技术多元、手段多样的平
面媒体；这一变化趋势，给文学期刊等其
他门类的期刊带来巨大的影响，文学期刊
的生存无法回避这一现实。但在这特殊时
期，我们应看到，文学期刊并没有丧失自
身保有的潜在的力量，这一力量的存在与
延续，有赖于整个社会对精神与文明的坚
持与倡导；海西战略的实施，也有赖于精
神与文化的强有力推进，这一推进也应与
经济的发展处在相互平衡、甚至前移的位
置；在这特殊的时期，文学期刊不仅不能
失去其内在品质的追求，而且要将这一追
求，提升到更高的阶段，以适应新时期赋
予的特殊使命。这一追求应体现于自身的
建设上，文学期刊自身的建设主要来自两
个方面，一是刊物自身，二是编辑队伍，两
方面缺一不可。刊物自身的建设是追求刊
物的品牌，刊物的品牌追求并不是短时的
努力可以实现的，而是长期努力探索追求

的结果；品牌的实现可以带来连锁效应，
促进刊物的良性循环；编辑队伍的建设，
也就是人的建设、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
文学编辑水平的提高，是实现刊物品牌的
前提条件。从某种角度上说，文学就是人
学，无论是刊物的内部或外部，都离不开
人的参与，作品也是人写出来的。惟有两
方面的尽善尽美，文学期刊的生机才会充
分体现出来。为了推动海西战略目标的实
现，文学期刊也必须有所作为，这个作为
表现在应竭尽最大的可能，经由文学自身
的力量，在文化的转承与弘扬上做大文
章，多出精品，多出成果。

当然，文学期刊作为文化的一支力
量，在自身上必须得以具体的体现，也就
是说，要体现在与其对应的方向的调整与
创造上；文学期刊要用自身独特的视角观
察海西、实践海西、讴歌海西，并在自身的
符号系统里，留下这个时代的清晰记忆；
我们要寻求更多的方式，拓展更大的空
间，融入海西全方位立体的愿景之中；当
然，这一融入应表现在文学期刊功能性的
发挥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海西的战略给
文学期刊提供了更开阔的视角，促使文学
期刊在立足的这块区域内有着更多的施
展空间，这一空间由于其与时代结缘所派
生出的各种可能，让艺术的展示拥有更多
的机会；作为文学期刊，它存在的价值，不
能脱离与社会的联结，尤其不能脱离生于
斯、长于斯的土地的维系，有责任，有义务
担当起这一神圣的使命，在宣传海西，实
现海西战略目标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海西的战略
中，实则包含一个更旷大的延伸，这一地
理位置的设定，实则相对于海峡的另一
岸，即海峡东岸而言；这一战略的实施，不
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指向，这一指向的意义

就在于有一个连接、沟通、统
一的框架。因而，海西战略构
想的成立，与海峡西岸战略目
标的实现，无疑不仅仅局限于
本位与立足的这一方，整个构
想的全面展开，就包含着两个
方向的延伸。因而，它所拥有
的巨大包容性，说明了这一战
略目标的前瞻性作用。在这整
个的战略构想之中，文化的作用也被推到
了前台。这就意味着，我们所倡导的文化，
在这特别的时刻，特别的时空，还具备另
一种独特的功能；它不仅具有弘扬的机制
作用，同时还具有融合、沟通与交流的重
要功能。

海西的战略已获得中央的认可，文化
的发展已构成其重要的部分。这就意味着
在整个的海西先行方案中，文化不仅不能
落伍，甚至是与其大战略紧密配置的重要
链条。扩大文学期刊的更大影响力，应成
为福建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期
刊由于其内在的文化含量，决定了它是难
以替代的文化产品。这一产品所具有的教
育与启迪作用，所具有的加速文学艺术发
展的潜在功能，决定了它的存在价值不容
低估。尽管文学艺术的传播，随着时代的
进展，已成为多渠道的媒介，但文学期刊
的独特作用，仍是其他的传播媒介难以轻
易取代的。

我们知道，海峡两岸在经济方面沟通
交流与协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态势，两岸
的文化交流也未曾中断，但这一交流主要
局限于双方互访等层面上，还未以相互融
合、相互并存的姿态出现。因而，从某种角
度上讲：这仍是个空白点。力争在这空白
上寻求突破，在两岸文化的交流协作上迈
出关键性的一步。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

向，我们相信，文缘的共同性将不断缩小
这一差异，最终达到互补、融合。

为了配合海西这一战略目标，我们必
须充分调动并利用一切可能，扩大两岸文
学期刊的合作交流空间，这一双向的互
动，应努力达到与经济互动的平行站位。
当然，在现阶段，这一交流互动比起经济
的互动，仍处在极不平衡的位置上。随着
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我们可以预期，这
一交流将逐渐进入较为平稳的合作阶段，
合作是交流互动的更高阶段。惟有合作，
连成牢固的一体，才能更充分地调动两岸
各自的优势，充分地体现其整体的完备
性。我们要运用智慧，寻找更多的途径，扎
扎实实向这一目标迈进，为了实现这一可
能，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我们要充分
利用这一有利契机，为海西这一文化主题
大做文章，我们首先必须凝聚文学期刊自
身的力量，形成一股挷在一起的绳结。这
一力量的集聚，必须形成一个有效的结合
点，具备强大的幅射作用与放大的空间，
为实现更大的目标做好一切准备。

这就如同经济的协作与交流一样，我
们有更充分的理由在文化的层面上实施
这一举措。文学期刊是传播文化的平台，
经由文化的熏染与共识，消除更多的误
解；经由文化力量的集聚，将彼此连接得
更为牢固。

海西战略背景下文学期刊的作为
□郭志杰


